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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行业联盟网络中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
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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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中国种子行业的战略联盟网络为样本，用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来表征联盟主体选择伙伴的特征，用网络点

度中心性和结构洞来表征联盟网络的位置特征，研究种子行业 2010—2015年的创新绩效。研究表明：地理邻近性对组织创新

绩效呈倒“U”型影响；不同类型的组织结盟有利于组织创新绩效的提高；点度中心性正向促进组织创新绩效；中国文化背景下

的结构洞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为负；点度中心性负向调节地理邻近性与组织创新绩效间倒“U”型关系。最后，为我国种子

行业联盟网络间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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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ce［1］指出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达成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以承诺、信任为主要特征的合

作活动。当前，网络组织是企业间进行协作创新的重要载体，而战略联盟又具备了网络组织的特点［2⁃3］。企

业通过与不同的联盟伙伴缔结网络关系从而形成了联盟网络，有助于企业获取原本单个联盟难以实现的

利益［4⁃5］。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研究网络结构属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现有研

究有关网络结构测量的指标主要有网络主体、位置、主体间关系以及整体网络结构 4个维度［6⁃7］。李晨蕾和柳

卸林［8］以社会资本理论为支撑，从结构、关系和认知 3个维度，研究了在国际研发联盟中，网络密度和结构洞

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彭伟和符正平［9］对 182家高科技创新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联盟网络关系强度、

点度中心性对创新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人研究大多只考虑网络结构属性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很

少将微观组织特性纳入其中，尽管已有学者从多维邻近性角度研究集群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例如，李琳

和邓如［10］从地理邻近、认知邻近两个维度，探讨其对集群演化各阶段创新的影响。夏丽娟等［11］研究了企业

和大学间的多维邻近性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Pesutti等［12］研究了意大利 158家高科技公司与主要客

户之间关系的数据，结果表明地理邻近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Reuer和 Lahiri［13］研究了地理邻近与

技术邻近对研发联盟关系的交互影响机制。纵观已有研究，相关文献还未将微观组织特性和中观网络特性

相结合来探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弥补当前研究领域的空白，以资源依赖理论、结构洞理论和社会网络

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选取种子行业的联盟网络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 2010—2015年种子行业联盟网络的

创新绩效，以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来表征联盟主体选择伙伴的特征，网络点度中心性和结构洞来表征联

盟网络的位置特征，探讨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邻近性与联盟网络创新绩效

在选择联盟伙伴时，企业个体会综合考虑地理因素、组织因素以确保在合作中受益［14］。地理邻近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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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节点之间在空间距离上的远近程度。网络成员为了互相交流和学习，通常会选择空间距离相近的伙伴结

盟。Audretsch和 Feldman［15］指出地理邻近性使得各主体间能够高频率、低成本地沟通，进而便于隐性知识的

溢出。因为地理邻近，创新主体间有更加相似的文化基础和政治制度，从而能增加主体间的互动与信任关

系，达成彼此间的创新合作［16⁃17］。尽管随着交通成本的降低、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理邻近性对交流的阻碍作

用已日益模糊，但是依然有大量学者对此存在质疑，相关研究证实产学研合作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现象有利于

提升主体间的合作绩效［18⁃19］。

虽然在某一邻近性范围内，地理邻近性对创新合作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但超过某一临界值，就容易造

成创新环境出现封闭状态，从而妨碍创新的发展［20］。赵炎等［21］指出地理邻近性容易导致知识锁定效应，形

成恶性竞争，从而产生“搭便车”的不良现象，这也验证了生物医药产业战略联盟中地理邻近性对知识转移绩

效的影响是呈倒“U”型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联盟网络中，地理邻近性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H1）。

组织邻近性指的是合作主体在组织结构、制度文化、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地位等特征上具有的相似性。组

织邻近性对创新的积极的影响在于组织之间可以共享表达方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22⁃23］。毛磊等［24］在对长

三角地区动漫产业研究中发现组织邻近性便于组织间进行集体学习、获取和整合异质性资源、开展共同创

新。高攀［25］研究结果表明组织邻近性对我国软件产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他认为组织邻近性可以

减小由组织差异而带来的合作阻力，有利于隐形知识的扩散，为合作主体间的交互学习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联盟网络中，组织邻近性对组织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

（二）网络位置与联盟网络创新绩效

网络位置是网络主体之间建立关系的结果，网络节点所占据的网络位置不同，导致其获取信息的质量和

数量有显著的差异，获取新知识是网络主体实现创新的关键要素之一［26］。目前的有关衡量网络位置的指标

很多，其中点度中心性和结构洞是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的衡量指标。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点度中心性描述的是个体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用来评价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及社

会声望。个体的网络点度中心性越高，越容易获取信息并占据控制信息的优势。点度中心性高的企业能够

更好的整合信息和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企业创新所需的新颖性知识，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27］。因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联盟网络中，点度中心性正向促进组织创新绩效（H3）。

结构洞是指在复杂网络中，节点间没有直接连接或关系间断而形成的“网络空洞”现象［28⁃29］。在现实的

联盟网络中，两两节点不可能完全相连，结构洞则像连接两个局部网络的桥梁，而占据该位置的节点在两个

联盟伙伴间就充当着经纪人或中间人的角色。企业在网络中占据更多的结构洞位置，就可以更好地控制联

盟网络内各种资源和知识的流向，进而有助于获取多元化、异质性知识［30］；另外结构洞也可以降低合作伙伴

之间的冗余联系，获得最新的非重复资源和信息［31⁃32］。近年来，学者对结构洞的相对优势产生了争议，Chai
和 Rhee［33］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结构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各不相同，在亚洲模式下，更倾向于封闭式的

联盟网络模式。赵炎等［34］在对中国 9个高新技术行业联盟创新网络研究中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派系间

处于节点位置的企业不利于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联盟网络中企业占据结构洞位置（限制度）会负向影响组织创新绩效（H4）。

（三）网络位置、邻近性的交互影响机制

联盟网络内的组织同时处在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之中，因此，网络位置和地理邻近性的交互作用必然会

影响组织创新绩效。党兴华和常红锦［35］认为地理邻近带来的优势依赖于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而地理

空间能够实现信息和资源在网络空间内的转移。郭燕燕等［36］研究发现中心度与创新产出的关系受到地理

邻近性的正向调节。上述学者都把地理邻近性作为调节因素，然而事实上，地理邻近性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

响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复杂性。本文在假设 H1已经提出，地理邻近性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更

进一步的，组织在联盟网络中的位置也会对这一效应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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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组织间地理距离越近，在点度中心性适度情况下，这种广泛的组织间合作会与地理上的便利

性相叠加，从而促使焦点组织具有更好的创新性。但是如果点度中心性过高，那么组织之间会由于彼此的过

度熟悉和过度联系造成新颖性知识的匮乏，并阻碍外界信息流入，组织之间的同质性增加，这对组织创新力

的提升带来阻碍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联盟网络中，网络点度中心性负向调节地理邻近性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即点度中心性越高，地理

邻近性对组织创新绩效影响的倒“U”曲线就越陡峭（H5）。

处于结构洞位置的组织尽管有更多渠道接触多样化的信息，减少对网络中重复关系的依赖，但这也意味

着搜寻合作伙伴的成本较高。若涉足差异化的领域，则

必须用更多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本组织内欠缺的知识。

那么当组织的结构洞数量处于适度的水平时，异质性的

信息与地理距离的邻近间双重作用会有利于组织创新

绩效的提升［35］。但是，当占据结构洞数量过多，容易被

联盟伙伴认为其合作的忠诚度和信任感低，会面临合作

的中断或者合作内容不兑现的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在联盟网络中，结构洞（限制度）负向调节地理邻近性

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即占据的结构洞数目越多，地理

邻近性对组织创新绩效影响的倒“U”曲线就越陡峭（H6）。

本文假设的框架模型如图 1所示。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

（一）数据的搜集与处理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农作物种子行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对促进我国农业稳定

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明确提出加速推动种子行业整合

与发展。随着我国种子产业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市场，但行业集中度相

对于全球种子产业来看相对较低。虽然近年来我国种子产业加速重组，但种子产业内存在企业规模小、技术

创新不足的问题。2010—2017年，我国种子企业数量由 8700家减少至 3293家，种子行业市场逐步规范，进

入门槛提高，竞争日趋激烈。种子企业为了分散创新风险，分摊研发费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效益，纷纷采

取战略联盟的方式来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优势。

本文涉及的数据有 3类。第一类是社会网络指标：种子行业战略联盟主要包括股权联盟、共建实体、合

作研发、品种转让 4种模式，本文从互联网、报刊杂志、行业报告等处搜集了 2010—2015的数据来构建中国种

子行业战略联盟网络，随后用 UCINET计算网络指标；第二类是植物新品种授权数据，来源于我国农业部科

技发展中（http：//www.nybkjfzzx.cn/p_pzbh/ pzbh.aspx），并与农业部官网公告的数据进行对比，具有一致性，验

证了数据的真实性；第三类是联盟主体的具体信息，如年龄、规模、地理位置，主要是从企业官网、年报、谷歌

卫星地图等处获取。

本文依据国际惯例，采用 3年动态时间窗法处理联盟数据，将 2010—2015年划分为 2010—2012年、

2011—2013年、2012—2014年、2013—2015年共 4个时间窗口。各时间窗下生成面板数据，使用MATLAB设

计邻接矩阵自动提取算法，再利用 UCINET可导出各时间窗口所对应的社会网络指标［37］。图 2展示了

2013—2015年种子行业战略联盟网络，其中节点表示该时间窗口下的种子行业联盟中的各个主体，两节点

间的连线代表合作关系的成立。图 2中标明了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中种集团，编号：1133）在 2013—2015
年时间窗口中的网络位置，其点度中心性相对较大，为 14.655，表明该企业平均与 14个其他企业有联系。结

构洞数值（限制度）偏小，为 0.27，说明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更倾向于直接联系，而非扮演中介角色。

2010—2015年时间段内，样本量总计 312个；样本中共有 139个组织，包括 82家企业、16家高校、33家科研单

位、8家政府及其他中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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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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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2015年时间窗口的种子行业战略联盟网络图

（二）变量设定

1. 因变量

组织创新绩效：本文以植物新品种授权数量来表征企业的创新绩效。植物新品种授权与专利权和商标

权一样，都属于知识产权。种子行业竞争的实质在于技术的竞争，关键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全面提

升知识产权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占据制高点，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本文采用组织进入联盟网络后

植物新品种授权数量作为其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考虑到创新成果不可能在结盟当年完成以及从申请到授

权具有时滞效应，所以选取进入联盟网络滞后 1年的植物新品种权授权量。

2. 自变量

（1）地理邻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GP）：用来测度联盟成员之间平均距离。本文采用 Sorenson和 Audia［38］
提出的地理密度来测量地理邻近性这一指标，在时间 t企业 i与所有联盟成员的距离。用式（1）表示：

GPit =∑
j

x j

( )1 + Dij

（1）
其中：j表示除了 i之外的所有联盟成员；Dij代表 i与 j之间的距离；xj为权重变量，在计算时候设置为固定值 1。
当某个联盟主体的经纬度坐标获取不了时，则联盟窗口 t年内的成员个数减 1。

根据谷歌卫星地图获取联盟成员所在地经纬度坐标，采用经纬度与球面几何学的方法来计算成员间的

实际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Dij = C{ }arccos éë ù
ûsin ( lati )sin ( latj ) + cos ( lati )cos ( latj )cos ( )|| longi - longj （2）

其中：C=3437，是将结果转化为地球上英里的系数。

（2）组织邻近性（organizational proximity，OP）：本文将联盟成员分成两种类型：企业和非企业（高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协会）。若联盟成员同属于企业则记为 OPij = 1，若联盟成员有非企业组织的参与，则 OPij = 0。
（3）点度中心性（degree）：点度中心性指的是网络中与该点直接相连的点的个数，点度中心性越高，说明

其在网络越处于中心地位，并且拥有较大的“权力”。

Degree( i ) =∑
j

X ij （3）
（4）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H）：Burt在对结构洞测量时给出了 4个指数：有效规模（effective size）、效率

（efficiency）、限制度（constraint）和等级度（hierarchy）。本文选取限制度来测量结构洞，UCINET生成的限制

度指数值越低，表示节点越不受限制或者说结构洞越多，所以采用 1与限制度的差来表示结构洞的数值。

SHij = 1 - ( pij +∑
q

piq pqj )2 （4）
其中：piq是个体 i投入到合作者 q的关系成本占 i投入总关系成本的比例。

3. 控制变量

本文从组织自身属性和联盟网络属性两方面来控制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分别选取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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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规模：本文采用员工数衡量组织规模：100人以下设为变量 1；100～200人设为变量 2；201～500
人设为变量 3；501～1000人设为变量 4；1001人以上设为变量 5。

（2）组织历史：组织历史代表了历史沉淀时间的长短，采用组织从成立到参与联盟时所经历的时间，作为

组织历史。

（3）集聚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CC）：集聚系数衡量的是网络内节点倾向于聚集在一起的程度的局部

集团化程度，计算公式表示为

CC = ( )∑
i = 1

n

ci n （5）
其中：ci=3×N△ ( i )/N△ (3)，N△ ( i )=∑

k > j
a ij a ik a jk为网络中所包含节点 i的三角形总数，所以 N 3 ( i )指的是网络中包含

节点 i的三元组的数目；n是网络中节点数目。

三、实证结果

（一）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中的因变量——植物新品种授权属于计数型变量，具有离散度大的特点，所以不适合用线性回归

模型建模，故采用的是负二项回归模型。表 1和表 2是运用 STATA12.0软件对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

统计分析。接着对种子行业 2010—2015年 4个时间窗口的面板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分析，经Hausman检验，在

p＜0.05的水平下都拒绝了固定效应模型，所以验证采用随机效应的负二项回归模型来验证假设的合理性（表 3）。

（二）结果分析

从表 1可以看出种子行业新品种产权和品牌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网络局部集团化现象明显。从表 2中可

以看出，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是小于 0.7的，所以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模型 1只加入控制变量，可以看出组织规模和历史对组织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集聚系数对组

织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联盟个体过高的集聚会造成组织间信息的冗余。

模型 2、模型 3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了地理邻近性及其平方项。模型 2中地理邻近性的系数为正（β=0.743，
p＜0.01），模型 3中地理邻近性的平方项与因变量呈显著的负向关系（β=-2.296，p＜0.1），即假设H1得以验证。

模型 4在模型 3的基础上加入组织邻近性，出人意料的是结果与假设 H2预想的相反，是负向显著（β=
-1.330，p＜0.01）。原因可能是，我国种子行业的研发主要集中在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而种子企业由于自身

的资金和能力限制，导致研发能力不足，因此，种子企业之间的结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大，而政产学研不同

组织之间的联盟则更有利于其提升创新能力。所以前人提出的“组织邻近性促进组织创新绩效”这一结论对

于种子行业不适用，种子企业应该积极寻求与政府、

协会、大学、研究所等组织的合作，使创新资源得到

最大化利用。

模型 5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网络位置特征的指

标：点度中心性和限制度。结果表明：组织的点度中心

性越大则创新绩效越好（β=0.030，p＜0.01），假设H3得
到验证。结构洞（限制度）对组织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β=-0.489，p＜0.1），假设H4得到验证。

模型 6、模型 7在模型 3的基础上加入点度中心性

和结构洞作为调节变量，与地理邻近性以及地理邻近

性的平方项构成交互项。模型 6中，点度中心性×地理

邻近性的系数是正（β=0.401，p＜0.01），点度中心性×地
理邻近性 2的系数是负（β=-3.363，p＜0.01），假设H5得
到验证。模型 7中结构洞与地理邻近性的交互项没有

显著性，所以假设H6未得到验证。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N=312）
变量

1.植物新品种

2.聚类系数

3.组织历史

4.组织规模

5.地理邻近性

6.组织邻近性

7.点度中心性

8.结构洞

均值

11.232
0.824
26.606
2.824
0.134
0.365
8.632
0.454

标准误差

12.329
0.020
28.932
1.473
0.263
0.482
9.153
0.367

最小值

1
0.799
0
1
0
0

0.862
0

最大值

62
0.850
115
5

1.339
1

42.308
0.967

表 2 相关性统计分析（N=312）
变量

1.植物新品种

2.聚类系数

3.组织历史

4.组织规模

5.地理邻近性

6.组织邻近性

7.点度中心性

8.结构洞

1
1.000
-0.048
0.123
0.308
0.321
-0.304
0.264
-0.085

2

1.000
0.132
-0.065
0.072
-0.029
0.014
0.002

3

1. 000
0.260
0.083
-0.414
0.103
-0.022

4

1.000
0.239
-0.273
0.167
-0.120

5

1.000
-0.108
0.326
0.046

6

1.000
-0.174
-0.049

7

1.000
0.572

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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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滞后 1年的负二项回归结果（N=312）
变量

聚类系数

组织历史

组织规模

地理邻近性

地理邻近性 2

组织邻近性

点度中心性

结构洞

点度中心性×地理邻
近性

点度中心性×地理邻
近性 2

结构洞×地理邻近性

结构洞×地理邻近
性 2

常数项

模型 1
-1.902

（-0.45）
0.007*
（1.71）
0.204***
（3.61）

3.918（0.91）

模型 2
-1.680

（-0.41）
0.004

（0.92）
0.185***
（3.36）
0.743***
（2.78）

2.916（0.88）

模型 3
-2.579

（-0.64）
0.004

（1.09）
0.176***
（3.26）
3.024**
（2.29）
-2.296*

（-1.79）

3.547（1.08）

模型 4
-3.166

（-0.86）
0.000

（0.03）
0.131**
（2.56）
3.688***
（3.19）
-2.988***
（-2.66）
-1.330***
（-6.17）

4.429（1.46）

模型 5
-2.111

（-0.52）
0.006

（1.52）
0.162***
（2.94）

0.030***
（3.36）
-0.489*

（-1.83）

3.318（0.99）

模型 6
1.528

（0.36）
0.004

（0.99）
0.215***
（3.73）
-4.068
（1.55）
4.186

（-1.57）

-0.024
（1.50）

0.401***
（2.81）
-3.363***
（-2.60）

0.387（0.11）

模型 7
-2.092
（-0.4）
0.004

（0.98）
0.181***
（3.19）
1.944

（0.81）
-1.190

（-0.48）

-0.215
（-0.58）

2.053
（0.49）
-2.01

（-0.49）
3.246（0.94）

注：括号内为 t统计值；***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做了滞后 2年的负二项回归分析（表 4），回归结果与滞后 1年的结果是

一致的，这表明本研究结果是可靠的。

表 4 滞后 2年的负二项回归结果（N=312）
变量

聚类系数

组织历史

组织规模

地理邻近性

地理邻近性 2

组织邻近性

点度中心性

结构洞

点度中心性×地理邻
近性

点度中心性×地理邻
近性 2

结构洞×地理邻近性

结构洞×地理邻近性 2

常数项

模型 1
-5.214

（-1.27）
0.008*

（2.29）
0.185***
（3.61）

5.919（1.75）

模型 2
-5.335

（-1.32）
0.006

（1.70）
0.162***
（2.87）
0.513**
（2.08）

6.023（1.81）

模型 3
-5.528

（-1.39）
0.007

（1.96）
0.161***
（2.91）
2.475**
（2.29）
-1.946*

（-1.89）

6.049（1.85）

模型 4
-6.750

（-1.72）
0.005

（1.28）
0.152***
（2.76）
3.240***
（2.99）
-2.639***
（-2.57）
-0.630***
（-2.95）

7.192（2.23）

模型 5
-4.349

（-1.05）
0.008*

（2.19）
0.156***
（2.71）

0.173**
（2.06）
-0.295*

（-1.15）

5.247（1.55）

模型 6
-3.905

（-0.94）
0.007*

（1.86）
0.175***
（3.05）
-1.013

（-0.47）
1.427

（0.65）

-0.015
（-1.05）

0.203*
（1.77）
-0.191*

（-1.70）

4.868（1.44）

模型 7
-4.155
（-1.0）
0.007

（1.88）
0.152***
（2.71）
0.849*

（1.81）
-1.751

（-0.36）

-1.665
（-0.55）

1.784
（0.90）
-2.280

（-1.36）
5.072（1.50）

注：括号内为 t统计值；***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由此得出调节效果图，图 3是二维调节效应图，图 4是三维调节效应图。从两幅调节效应图看出，在点度

中心性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较为平缓；随着点度中心性水平的增高，倒“U”型曲线

开始变得陡峭。这表明随着点度中心性的不断提高，过度邻近加剧了对组织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

68



赵 炎等：种子行业联盟网络中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的研究

͚ᓰᕔѻ

ౝ⤳䗨䓾ᕔ

㏱
㏴

݈
᫝

㐖
᩵

倅

ѻ
倅

͚ᓰᕔ䔯͚

͚ᓰᕔ倅

͚ᓰᕔ
ౝ⤳䗨䓾ᕔ

㏱
㏴

݈
᫝

㐖
᩵

倅

倅

ѻѻ

ѻ

倅

图 3 调节效应二维图 图 4 调节效应三维图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种子行业联盟网络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启发性的结论。

（1）在一定范围内，组织间的地理邻近能够提升联盟网络创新绩效。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可以提高合作效

率，特别是种子行业中植物品种的开发、选育涉及较多的隐性知识，对土壤和天气等外界因素的要求较高，相

同的地域可以克服这一限制。如果双方相距较远，信息传递可能会导致偏差，并且也降低了彼此的信任度。

但是过度的地理邻近会导致知识的趋同，容易形成紧密而又封闭的网络，从而影响组织的创新活动。所以研

究结果发现：种子行业的战略联盟中，地理邻近性与组织创新绩效是倒“U”型关系。

（2）在我国种子行业联盟网络中，组织邻近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负向显著，意味着种子企业与高校、科

研院所等不同组织间的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超过企业类型组织的合作绩效，这与前人研究中得出组织邻

近性正向促进创新绩效的结论刚好相反［39］。根据种子行业现状，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方面，我国种子企

业缺乏核心技术、优质的种子资源以及优秀科研人才，而高校和科研单位容易受到研发资金、商业转化渠道

等方面的限制，产学研联盟的建立能够有效地弥补种子企业和科研单位双方的短板，使得优势资源可以充分

流动，从而解决科研和生产“两张皮”，成果转化“肠梗阻”的问题；另一方面，种子新品种研发周期长、投入大、

风险高，通常一个新品种从开始选育到通过审定再到推向市场至少需 5年以上的时间，需要大量资金、技术

和人力投入，但新品种是否具有商业推广价值仍有较大不确定性，这也是我国种子企业研发能力不强的原

因，通过产学研不同组织间的合作，种子企业可以与科研院所进行合作研发、品种转让等方式增强彼此间创

新能力［40］。

（3）本文证实了网络点度中心性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处于较高点度中心性位置的组织有更多的机会

接触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在网络中拥有较高的声誉和权力，从而获得组织间成员更多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实

证结果显示结构洞与创新绩效是负向显著关系，与赵炎等［34］、Balkundi等［4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

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导致。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倡导集体利益最大化和互相分享，不赞成对

信息的控制，在网络中占据更多的结构洞位置，往往被认为是与主流传统文化背离。尽管有高科技因素的注

入，由于与农业结合紧密，种子行业在中国仍然是“传统”的产业，这个产业中的组织和个人都需要具有“忠

诚”“专注”的特征，占据结构洞位置的组织容易被同行认为是“脚踏两只船”，容易遭到网络中其他成员的轻

视、蔑视甚至排挤，对自身的创新会造成不利影响。

（4）在探讨地理邻近性与网络位置的交互影响机制时，我们发现点度中心性负向调节地理邻近性对组织

创新绩效的影响，点度中心性越高，地理邻近性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倒“U”型曲线就越陡峭。这表明，如果联

盟网络中的成员相互间联系的非常紧密，就会使联盟网络的“封闭性”增强，网络中的成员更容易被锁定在该

网络中［41］。在这种情况下，空间集聚程度较低时，地理邻近性的逐渐提高会更加有助于成员获取知识溢出

的创新收益；然而在空间集聚程度较高时，成员彼此持有的知识和技术会更快的趋于同质化，这会导致联盟

69



技术经济 第 39 卷 第 7 期

整体的创新水平更加快速的下滑。

根据上述结论和分析，本文对种子行业战略联盟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种子行业的战略联盟对我国种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政府应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并积极构建战略合作平台；②种子企应该加强与产学

研机构合作，通过共享地理邻近带来的优势，使得联盟成员的利益最大化；③地理位置的过度集聚也会导致

知识锁定和惯性思维，所以应该鼓励网络成员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与异质性资源丰富的组织合作；

④联盟伙伴的选择应该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和网络位置两方面的因素，加强社会资本和网络关系的治理，在选

择联盟伙伴时，一方面要避免空间上的过度集聚，也要多结交新的合作伙伴。

（二）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本文对中国种子行业战略联盟的实证研究，其实证结果具有行业

特性，能否推广到其他行业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二是本文仅从组织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两个角度展开，今后

可以继续从其他邻近性视角入手，如对技术邻近性、认知邻近性等进行科学测度；三是本文尚未考虑种子产

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的特性，后续研究可考虑将外部环境作为调节变量，并探讨种子产业创新对环境的依

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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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eographical Proximity，Organizational Proximity，
Network Loc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Seed Industry Alliance Network

Zhao Yan，Xuan Ling，Chen Wenfang，Han Xiao
（School of Management，Research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strategic alliance network of Chinese seed industry as a sample，this study use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organizational proximity to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iance subjects that select partners，and network degree centrality and
structural hole to represent the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lliance network to research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seed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has an inverted U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alliance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 types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Network degre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holes is negativ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der Chinese culture. The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 proxim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negatively moderated by the network degree. Finally，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seed industry alliance network in China are provided.
Keywords：alliance network；geographic proximity；organizational proximity；network location；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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